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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韩交流的考古学探究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the China-Korea Communica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内容提要：

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是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之间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逐步兴盛的一个时期。考古发

现和比较研究表明：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出土的“中国式”铜剑，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从中国大陆东渡

到韩国西南部沿海一带的吴越铸剑工匠在当地铸造的；韩国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

的舶载铁器，是分别从中国大陆的燕地和齐地传入的；韩国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纪年前后的“横置

式”前期瓮棺葬，是在中国大陆黄海和渤海沿岸地区瓮棺葬的影响下产生的。中韩交流于公元前4世
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后来又经历了三次浪潮。其交流的路线，既有连接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辽

东—朝鲜半岛”陆路，更有“环黄海之路”水路，即沿黄海近海北上、东进、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

交通路线。

关键词：

公元前一千纪后半 中国 韩国 文化交流

Abstrac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witnessed the rising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Man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ve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is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style bronze swords excavated 
from Sanglim-li, Wanju-gun were made in the mid 4th century BC by craftsmen who came from Wu and 
Yue states of China and stayed in the southwestern coastal area of Korea; the imported iron articles dating 
between the 4th century and the 1st century BC excavated in Korea were from Yan and Qi states of China; 
the Korean burial convention with the urn from the 3rd century BC to the Christian era was influenced 
by the convention in the coastal regions along the Yellow Sea and the Bohai Sea. Starting in the mid 4th 
century BC, the China-Korea communication reached three high tides afterwards. The communication 
routes included the “Liaodong-Korean Peninsula” land route, the water route around the Yellow Sea and 
the inverted U-shaped maritime route along the Yellow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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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纪后半的东亚地区，是古代社会历史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的一个时期。

就中国大陆来说，先后经历了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秦王朝

和西汉时期。就朝鲜半岛来说，青铜器时代发展到高峰，并逐步演进到初期铁器时代。半

岛北部，先后经历了传说中的古朝鲜、卫满朝鲜和汉置乐浪四郡时期；半岛南部，则陆续

出现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个古国，进入到三韩时代，踏上了从早期国家向古代国家演进的

历程。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

也逐步兴盛起来，成为当时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对此，古代文献有所

记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也正在从不同侧面予以揭示。就当时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

之间的交流来看，半岛北部和南部既是一个整体，但又各自具有不同的路径和特点。鉴于

迄今所知半岛北部的有关考古资料有限，这里主要就中国大陆与今日韩国即半岛南部的交流

进行讨论。同时，考古资料种类多样，内涵丰富，这里主要通过韩国发现的上林里“中国式”

铜剑、舶载铁器和瓮棺葬及其比较研究，从总体上就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韩之间的交流进

行考古学探究。

一  上林里“中国式”铜剑所见吴越青铜工匠的渡韩

上林里“中国式”铜剑，是指1975 年出土于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以北完州郡上林里的

26 件铜剑。据发现者称，铜剑埋藏于地下约 60厘米处，大致以剑锋向东、剑柄向西的东西

向水平放置，似乎是捆扎成束埋藏。后经考古学者调查，附近未发现其他任何古代遗迹和

遗物。1976 年，当地学者全荣来整理并公布了这批铜剑，将其称之为“中国式铜剑”，并就

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1] ；1982 年，该文被译成日文发表 [2]，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这批铜剑除个别略有

残缺外，保存基本完好，

形制基本相同，其形制特

征是：圆盘形凹面剑首；

实心圆柱形剑茎，断面呈

椭圆形，茎上有两道环状

箍；凹字形剑格，较短宽，

圆肩，断面略呈菱形；剑

身中脊凸起有棱线，断面

略呈扁平菱形；两从略呈

凹面，与锷之间略显分界

的棱线；两锷大致平行，

前部大约三分之一处开始

略变窄，前部约六分之一

处开始缓慢斜收而成尖圆

锋；剑首、剑茎、剑格和

剑身通体铸成（图一）。鉴

图一 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出土“中国式”铜剑

1．1号剑 2.3号剑 3.5号剑 4.6号剑 5.7号剑 6.11号剑 7.12号
剑 8.14号剑 9.19号剑 10.21号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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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基本特征是“笠形圆首、凹字形格、双箍柱茎”，这里简称为“圆首双箍柱茎剑”。其尺

寸大小，最长者通长 47.2 厘米（2号剑），最短者通长 44.4厘米（7号剑），通长平均 45.9

厘米；剑首直径3.6-4厘米，剑柄长8-9.3厘米；剑格长0.75-1.2、宽4.4-5.1、厚1.4-1.8

厘米；剑身根部宽 3.8-4.3厘米，平均宽4厘米。保存完整的16 件，重量为 274-498 克，

平均重 363克。

关于上林里中国式铜剑的性质及其来源，全荣来认为，上林里铜剑可能是礼仪用品而非

实战用器，是从中国大陆传入的 [3] ；中国学者王青则认为，上林里铜剑的年代应在战国中期

前后，“很可能是从齐国传入的”[4]。但是，笔者反复研究后认为，上林里铜剑是公元前4世

纪后半“东渡朝鲜半岛的中国大陆的青铜工匠在当地铸造的，……东渡朝鲜半岛的青铜工匠

是吴越地区的铸剑工匠”[5]。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如下分析。

就上林里铜剑的形制来看，它们属于中国东周时期典型的吴越系铜剑。因为，这种“圆

首双箍柱茎剑”主要流行于南方尤其是吴越地区 [6]，属于典型的吴越系铜剑。

至于上林里铜剑的年代，可以判定为公元前 4世纪后半的战国中期。因为，这种凹字

形剑格的圆首双箍柱茎剑虽然定型于春秋晚期的吴越地区，但它在整个战国时期一直流行，

并且其形制结构特征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剑的长短总体上略有加长的趋势（图二），其

“长度以45-65厘米最为常见”[7]，个别的长度达 70厘米以上。结合上林里铜剑的形制结构

特征推断，其年代应在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朝鲜载宁郡孤山里发现的 2件这种“中国

式铜剑”与古式细形铜剑共存 [8]，韩国全罗南道咸平郡草浦里出土的这种圆首双箍柱茎剑

与细形铜剑以及多钮细纹镜共

存 [9]，而细形铜剑大约出现于

公元前 4世纪，可视为其年代

的旁证。

关于上林里铜剑的产地，

最初全荣来曾明确指出，“绝不

是在当地制作的”，是从中国传

入的。后来，日本学者根据其

形制特征 [10]，尤其是上林里 3

号剑和14号剑的铅同位素比值

测定所示铸剑所用矿料中的铅

属于朝鲜系铅的结果等 [11]，推

定其产地是在朝鲜半岛南部一

带，并得到韩国学者认可 [12]。

笔者也认为其产地是在当地，

因为上林里铜剑虽然具有鲜明

的东周时期吴越铜剑风格，但

两者之间又有所差异，尤其是

剑茎的断面呈椭圆形与吴越

铜剑的剑茎断面呈圆形明显不

同；上林里铜剑的材质是近乎

图二 中国出土东周时期铜圆首双箍柱茎剑

1.洛阳中州路M2729:20 2.洛阳中州路M2728:40 3.江陵天星观

M1:401 4.长沙楚墓M935:1 5.长沙楚墓M1195:11 6.长沙楚墓

M1510:2 7.长沙楚墓M1315:1 8.长沙楚墓M1316:1 9.长沙楚墓

M1427:2 10.长沙楚墓M85:1（1、2、10.战国早期；3.战国中期；4、
5.战国晚期；6－9.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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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铜的红铜，与吴越铜剑乃至整个“东周式铜剑”的铜锡青铜和铜锡铅青铜判然有别；迄今

中国尚未发现东周时期的红铜质的铜剑，在中国大陆专门制作“非实战用的礼仪用器”向朝

鲜半岛输出的可能性更是不存在的；铅同位素比值的测定表明，其铸造所用矿料中的铅是

朝鲜半岛当地所产。

但是，上林里铜剑的制造者，可能并非当地工匠，而是来自中国大陆。据观察分析，上

林里铜剑是采用易于损毁、只能使用一次的泥土范或陶范铸造的，并且是采用双合范整体一

次性铸造成型，而双合范陶范铸剑，是东周时期列国铸剑的技术特征。朝鲜半岛青铜器时代

（始于公元前1000 年前后 [13]）流行的铜剑属于琵琶形铜剑（即“曲刃青铜短剑”、“辽宁式铜

剑”）[14] 和细形铜剑 [15] 系统，而全罗南道灵岩、京畿道龙仁郡草扶里、平安南道将泉里等地

发现的细形铜剑的铸范均为石质铸范表明 [16]，当地的铜剑铸造技术属于石范铸造技术传统，

与泥土范或陶范铸铜技术明显有别，况且当地流行的剑体与剑首分铸后组装成型的技术也与

“中国式铜剑”剑首、剑柄和剑身合铸于一体的技术明显有别。在上述技术和文化背景下，

由于“中国式铜剑”的传入，当地工匠就随之放弃当地传统的石范、分体铸剑技术而采用陶

范、整体合铸的铸剑技术，是不可想象的。况且，上林里铜剑尽管尺寸较小，重量较轻，但

没有明显的铸造缺陷，尤其是铜剑的金属成分近乎纯铜，而纯铜的熔点为1083℃，远远高

于铜锡合金或铜锡铅合金的青铜的熔点，并且纯铜熔液的流动性能和充型能力也低于铜锡

合金和铜锡铅合金，熔化铸造的难度高 [17]，更显示出其制范和浇铸技术是相当成熟的，并

不是缺乏经验的仿制者所能做到的。据此可以认为，上林里铜剑虽然是在当地制作的，但它

们不是当地工匠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铸剑技术制作的“中国式铜剑”的仿制品，而是掌握陶范

铸剑技术的中国大陆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后在当地制作的。

基于上述推论，进而可以认为，上林里铜剑的铸造者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吴越地区的铸

剑工匠。这主要是因为，上林里铜剑属于吴越系铜剑；吴越地区的铸剑技术在春秋晚期已

经高度发达并且一直延续，代表了当时各诸侯国铸剑的最高水平；吴越地处江南水乡，吴越

居民善于水上交通和海上活动。公元前 334 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

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

海上，服朝于楚”[18]。于是，原来隶属于越国王室的青铜工匠开始逃散，其中一部分铸剑工

匠离开会稽（今绍兴市）、姑苏等吴越故地奔向大海，寻找新的生活，最终到达了遥远的朝

鲜半岛南部的西部沿海一带，并在当地铸造了铜剑。

至于吴越铸剑工匠东渡韩国的线路，无疑经由的是“环黄海之路”水路（详后），即：首

先，从长江入海口沿东海西岸和黄海西岸的近海一路向北，到达山东半岛；然后，从山东半

岛北端蓬莱一带入海，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过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其后，沿黄海北

岸的近海向东转而向南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再由此沿近海南下，经由江华湾、群山湾，最

终落脚在今韩国全罗北道完州郡的上林里一带。

二  铁器所见中国大陆铁器文化的东渐

冶铁术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一个大事件，铁器的制造和使用在人类

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就东亚地区来说，冶铁术和人工铁器首先产生于中

国的中原地区，然后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成为东亚各地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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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国大陆铁器文化更是形成了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传播的浪潮。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 [19]，在中国，冶铁术和人工铁器出现于公元前 800 年前后的西周

晚期的中原地区，最早的炼铁技术属于块炼铁。此后，历经春秋三百年的发展，到公元前5

世纪中叶进入战国时期之后，铁器进入到一个大发展时期。钢铁技术迅速发展：在春秋初

年出现液态生铁冶炼并形成液态生铁冶炼为主、块炼铁为辅的独具东方特色的冶铁技术传

统的基础上，公元前5世纪后半出现了韧性铸铁，公元前5世纪末出现了简易、经济的铸铁

脱碳钢制钢工艺；公元前4世纪后半出现了淬火技术；公元前 3世纪前半发明了铁范铸造工

艺；随着生铁柔化技术和铸铁脱碳钢技术的发展，锻制技术广泛应用于铁器的加工，“锻銎

技法”作为铁器成型技术的一大创新，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并迅速得到推广。公元前 3

世纪前半的战国晚期，铁器工业体系初步形成；铁器类型迅速增多，并迅速走向多样化和专

用化；铁器的应用进一步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应用程度也进一步提高，随

之，铁器的应用也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铁器应用的地域进一步扩展，东北方向扩展到

辽东半岛（图三）乃至吉林省的西南部一带。秦和西汉时期，中国古代铁器文化的发展又迎

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上述中国古代铁器文化形成、发展和扩散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大陆铁器和制铁技术

的传入，朝鲜半岛先后开始了铁器的使用和制作，进入了“初期铁器时代”。

就整个朝鲜半岛来说，迄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铁器，都是舶载品，其年代可上溯至

公元前4世纪末 3世纪初。

在半岛北部，这一时期的舶载铁器多有发现。如慈江道渭原郡龙渊洞遗址、平安北道宁

边郡细竹里遗址第三期文化层居住址、咸镜北道茂山郡虎谷洞遗址的第 V期居住址，以及

咸镜北道会宁郡五洞遗址第 6号居住址等地都有发现 [20]。上述各地出土的铁器，大都是战

国晚期燕地铁器的常见类型和器形，并且形态结构都基本一致，结合与之共出的大量明刀

币、布币等判断，它们的年代约当公元前4世纪末 3世纪初，“大都是从燕地传入的燕国的

图三 中国抚顺莲花堡出土战国铁器

1-4.空首斧（LHB:B3、T1:132、T3:91、T4:117）  5.横銎镢（LHBC:01）  6 .刀（T4:110）  7.镰刀

（T4:111） 8、9.铚刀（T4:109、T4:108） 10.锄板（T4:112） 11.凿（T4:42）

1

6

7

8

9 10 1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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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产品”[21]。

在半岛南部的今韩国境内，这一时期舶载铁器也有所发现。忠清南道扶余郡合松里、唐

津郡素素里、全罗北道长水郡南阳里等地出土的长条形竖銎镢和凿，均为铸造品，并且明显

属于燕系铁器，与之伴出的遗物有铜短剑、铜戈、铜矛以及多钮几何纹镜等，表明其年代可

能在公元前3世纪前半。完州郡新丰遗址出土的铁环首削刀，其形制和结构特征与燕下都出

土同类器相同，其年代或为公元前 3世纪前半。上述发现表明，公元前 3世纪前半中国大陆

的铁器已经传入半岛南部地区，并且主要是燕地铁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地点均地处韩

国的西部地区，并且有“11个遗址的 26座墓葬有燕系铁器出土”[22]，属于三韩时代马韩的范

围，显示出半岛南部在公元前 3世纪前半率先从中国大陆传入铁器的是马韩古国，并且铁器

的产地主要是燕国，当然也不排除其中少量铁器是产自齐国。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铁器传入朝鲜半岛，一方面是公元前 3世纪初燕将秦开破东胡设置

辽东郡等郡县之后，燕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鸭绿江流域一带，燕国生产的铁器随之传播到其

势力范围所及的地区以及邻近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在战国晚期列国间兼并战争异常频发和

激烈的社会背景下，为躲避战乱而流徙到朝鲜半岛的燕、齐等地居民将铁器带到了他们的

落脚之地。当然，这一时期来自中国大陆铁器文化的影响还主要限于铁器的传入，当地由此

开始了铁器的使用，并且成为当地制铁技术发生和铁器生产的前奏。

公元前 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 2 世纪末叶的舶载铁器，在韩国境内的考古发现日渐增多，

最引人注目的是完州郡葛洞 [23]、长水郡南阳里 [24]、密阳市校洞以及罗州龟基村德谷遗址等

地的发现。

图四 韩国完州郡葛洞墓地出土铁器

1、2.镰刀（葛洞M2:6、葛洞M3:13） 3.空首斧（葛洞M3:12） 4、5.竖銎镢（葛洞M4:21、葛洞M4:2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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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罗北道完州郡葛洞 4号墓出土 2件铁竖銎镢，刃部与銎部大致等宽，其中M4:20，

銎口略呈梯形，长12.1、宽 5厘米；M4:21，銎口呈长方形，长16.8、宽 5.4厘米（图四：4、

5），其年代或为公元前 2世纪前半。这种铁竖銎镢，还发现于忠清南道唐津郡素素里等地，

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2 世纪。这种竖銎镢，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山东临淄齐故城等地战国晚

期和西汉前期的遗存中常有发现，并且形制基本相同。

完州郡葛洞墓地出土的 2件铁镰刀，铸造品，弯体，背部边缘向正面凸起，柄端有凸

起的栏，其中M2:6，长24.6、宽 4.4厘米；M3:13，长24.2、宽 4厘米（图四：1、2），其

年代为公元前 2 世纪前半抑或更早 [25]。这种背部边缘凸起、柄端有栏的铸制铁镰，是燕、

齐等地铁镰的典型形态，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

长水郡南阳里3号墓出土的竖銎镢以及2号墓的刮刀等，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世纪前半。

至于完州郡葛洞3号墓出土的1件封闭型长方形銎的空首斧（图四：3），属于锻銎铁斧，可

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舶载品，也可能是采用锻銎技法在当地制作的，但无论如何，都反映出

与中国大陆铁器及钢铁技术的内在联系。

韩国发现的初期铁器中，还有两种铸造的梯形锄板。

一种是平面呈梯形，上部有一小的穿孔。如庆尚南道密阳市校洞3号木棺墓出土1件

（M3:10），两侧及顶部边缘有凸沿，上部居中有一小穿孔，残长15.4、宽4.6－10.6、厚 0.4

厘米 [26]（图五：2），据与之共出的有西汉中期的星云纹铜镜可知，墓葬的年代约当公元前 2

世纪末。这种铁锄板，昌原市茶户里61号墓等地也有出土，而在中国曾发现于易县燕下都、

朝阳袁台子、抚顺莲花堡等地，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燕地典型的铁器之一。

另一种铁锄板是圆穿梯形锄板，即整体呈梯形，上部有一圆穿。罗州龟基村德谷遗址1

号木棺墓出土1件（M1:78），长 18.5厘米，刃部宽11厘米，圆穿直径2.5厘米 [27]（图五：1）。

在中国，这种带圆穿的梯形锄板流行于西汉时期，但不见于燕国故地，而是常见于齐国故地

并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不仅临淄齐故城、章丘东平陵城多有发现，而且在章丘东平陵

图五 韩国出土铁梯形锄板

1.罗州龟基村德谷M1:78 2.密阳校洞M3:1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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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还出土了这种圆穿梯形锄板的铸范（图六），其年代为两汉时期 [28]。由此说来，龟基村德

谷遗址发现的圆穿梯形锄板，很可能是从齐国故地传入的。

很显然，公元前 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 2 世纪末叶的100 余年间，曾有不少战国末年至

西汉前期的铁器传入半岛南部地区，其中大多是从燕国故地传入的燕系铁器，但有些是来

自齐地；与此同时，钢铁技术也随之传入，半岛南部地区终于从模仿舶载品开始了铁器的制

作，如梯形銎口的铸造铁斧、锻銎铁斧以及板状铁斧等 [29]。这一时期燕、齐等地铁器传入

半岛南部地区，一方面与秦末汉初“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30] 直接有关；另一方面，

与秦朝时可能有秦人为躲避战乱流亡到半岛南部并定居在马韩以东的辰韩地区不无关系 [31]。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韩国发现的公元前4世纪末至 2 世纪末的初期舶载铁器，其出土

地点大都地处西部地区，属于三韩时代马韩的范围，显示出半岛南部公元前4世纪末以降率

先引进大陆铁器的是马韩地区，其传播路线既有“辽东—朝鲜半岛”陆路，同时也有“环黄

海之路”水路。

三  瓮棺葬所见中国大陆丧葬文化的影响

从考古学上考察公元前一千纪后半的中韩交流，瓮棺葬是值得关注的又一个重要文化

现象。

所谓“瓮棺葬”又称之为“瓮棺墓”，是指用陶质容器作葬具、将死者埋葬于地下的一

种埋葬形式，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分布。就整个东亚地区来看，瓮棺葬在中国大陆出现年

代早，流行时间长，可以上溯到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一千纪后半的战国秦汉时

期（这里主要指战国和秦、西汉时期，下同），再度在一些地区流行开来，成为当时颇具特

色的一种埋葬形式[32]。环黄海（及环渤海）地区，是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的主要流行地区之

一，并且其瓮棺形态和结构、埋葬特点等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形成了战国秦汉瓮棺葬的

“燕齐文化区”[33]，成为公元前一千纪后半环黄海瓮棺葬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时期的

瓮棺葬，广泛分布于黄海西岸、渤海沿岸和黄海北岸等地，各地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

地域特色。

图六 中国章丘东平陵城出土汉代铁梯形锄板及铸范

1、3.铁锄板 2.陶铸范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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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西北沿岸和黄

海北岸的燕地的瓮棺

葬，出现于公元前5世

纪的战国早期，此后迅

速向周边地区扩散。瓮

棺所用的陶器，类型

多样，主要有釜、瓮、

罐、盆、钵以及筒形器

等，其中，数量最多的

是釜、瓮和各种形制

的盆，包括专门用于瓮

棺的筒形瓮。瓮棺的

结构多种多样，有两器

瓮棺、三器瓮棺、四器

瓮棺以及其他特殊的组

合，其中，大口釜 +大

口釜、大口釜 +小口瓮

（图七）等两器瓮棺最

为流行，筒形瓮+筒形

瓮等两器瓮棺次之，都

是从战国早期一直流行

图七 中国战国秦汉时期燕地瓮棺葬

1.北京八里庄M2 2.天津牛道口M24 3.辽阳三道壕M361

0 20厘米

1 2

3

0 20厘米

0 20厘米

图八 中国战国秦汉时期齐地瓮棺葬

1.临淄友联M5 2.临沂陈白庄M1 3.临淄东古M1 4.临沂陈白庄M2 5.章
丘宁家埠M79

1.

2

1

3

4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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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秦汉时期。

渤海南岸和黄海西岸齐地的瓮棺葬，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末的战国晚期，此后迅速流

行。瓮棺所用的陶器，同样是类型多样，主要有釜、瓮、罐、盆、舟形器等，其中，最为常

见的是釜、瓮和各种形制的盆，包括专门用于瓮棺的深腹瓮和筒形瓮。瓮棺的结构同样是

多种多样，但最常见的是两器瓮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筒形瓮+筒形瓮组合，以及小口釜 +

小口釜、深腹瓮+盆组合等（图八）。

燕、齐两地的瓮棺葬，墓圹均为竖穴土圹，但大多不够规整；个别的有用石板构成的石

椁，曾发现于辽阳唐户屯和桑园子等地。葬地或是在居住地附近、聚落的边缘或城墙内外，

或是与其他类型的墓葬混杂在一起，或是以瓮棺葬为主的丛葬墓地。被葬者绝大多数为儿

童，但也有少量的成人，一般没有随葬品。

就朝鲜半岛来说，用陶容器埋葬死者的埋葬方式，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存在，其葬具往

往是单件陶器并将陶器竖向放置，即所谓的“竖置式”瓮棺葬 [34]。但这种墓葬仅仅是个别

现象，并且跟后来出现的“横置式”瓮棺葬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35]。这里所说的瓮棺葬，

指的是葬具一般为两件或两件以上并横向放置的瓮棺葬，即“横置式”瓮棺葬。

在半岛北部，瓮棺葬的出现大约是在公元前 3世纪，此后逐渐流行开来 [36]。墓圹为竖

穴土圹，瓮棺横向放置于墓圹之中。被葬者为儿童，一般没有随葬品。就其葬地来说，或分

布在土圹墓和木椁墓的近旁，或与之混杂在一起。

在半岛南部，瓮棺葬有着广泛的分布。在北起京畿道、南至全罗南道和庆尚南道乃至济

州岛的韩国各地都有所发现，尤以濒临黄海的半岛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最为流行，即忠清南

道、全罗北道和南道，以及庆尚南道和北道等地 [37]。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韩国境内的瓮

棺葬大致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初的青铜器时代末期和初期铁器时代之初，此后一直延续到公

元 6世纪前后。在这个过程中，瓮棺葬的形态和性质尤其是被葬者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

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了成人大型瓮棺葬。据此可以将韩国的瓮棺葬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瓮

棺葬”，其年代为公元前 3世纪初至公元纪年前后，瓮棺所用陶器大多为日常实用器，被葬

者主要为儿童；“后期瓮棺葬”，即“成人大型瓮棺阶段”，其年代为公元1-6世纪，以葬具

是专门烧制的、专门用于瓮棺的大型陶瓮为特征，并大量用于成年人的墓葬。

韩国的前期瓮棺葬，瓮棺用陶器尽管种类多样，并且各地有所差异，但最为常见的是

大口瓮、角形双鋬瓮、深腹瓮、壶和盆等。其中，大口瓮，多为夹砂陶，以叠唇、大口、深

腹和小平底为特征，一般高 20-40 厘米；角形双鋬瓮，大口或侈口，深腹，小平底或圜底，

以肩部有对称的牛角形双鋬为突出特征，一般高 30-50 厘米；深腹瓮，体瘦长，略束颈，

圜底或小平底，一般高50-60 厘米左右。瓮棺的结构，最为流行的是大口瓮+大口瓮组合、

角形双鋬瓮+角形双鋬瓮组合，以及深腹瓮与其他陶器的组合等（图九）。墓圹一般是竖穴

土圹，并且平面形制不甚规整，但也有个别的用石块砌筑出石椁。一般没有随葬品，仅有少

量的墓随葬数件陶器。被葬者以儿童为主，成人少见。关于其葬地，有以瓮棺葬为主的丛葬

墓地，如光州市新昌洞瓮棺葬群，但也有的是与其他类型的墓葬混杂在一起，如全罗南道

的泗川勒岛墓地，瓮棺葬与竖穴土圹墓相间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青铜时代晚期和初期铁器时代的瓮棺葬，主要分布于锦江流域

（青铜时代中期松菊里文化的中心分布区）以外的地区，尤其是西南和东南沿海的全罗地区、

庆尚地区以及济州岛，暗示出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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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整个环黄海地区的瓮棺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韩国前期瓮棺葬的瓮棺陶器多为日常

实用器、以瓮为主的两器瓮棺结构、以埋葬儿童为主的被葬者、一般无随葬品、大多为不规

则的竖穴土圹以及葬地的选择等，都与中国大陆环黄海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瓮棺葬相同或

相似；最常用的瓮棺陶器深腹瓮，与山东半岛齐地的同类器也多有相似之处；即使少数瓮棺

葬使用石椁的现象，也曾发现于辽阳三道壕和桑园子等地的瓮棺葬。很显然，韩国的前期

瓮棺葬与中国大陆环黄海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或可认为，韩国乃

至整个朝鲜半岛的瓮棺葬，是在中国大陆环黄海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的影响下发生的，是

当时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的直接体现。

当然，瓮棺葬在朝鲜半岛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形

成了突出的地域性特色，尤其是公元1世纪之后衍生出了成人大型瓮棺葬这种鲜明的时代性

和地域性。至于韩国前期瓮棺葬的瓮棺陶器在形态、装饰及制作技术上自有特点，是因为

陶器是在当地烧制的，而陶器的种类、形态、装饰、大小以及烧制工艺技术等，都与当地

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等诸方面直接相关。

至于瓮棺葬这种丧葬方式东传朝鲜半岛的线路，应该跟中国大陆铁器的东传一样，既有

“辽东—朝鲜半岛”陆路，更有“环黄海之路”水路。

四  中韩交流的历史进程

根据上述以上林里铜剑、铁器和瓮棺葬为中心的考古学分析可以看到，公元前一千纪

后半中韩之间的交流在此前两地间文化交流的基础上 [38]，迅速走向兴盛。这一时期的交流，

大致经历了序幕和三次浪潮等四个阶段，并且这种交流是在整个东亚社会历史大背景下，尤

其是中国大陆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更与当时的人群流动密切相关。

图九 韩国青铜时代晚期至初期铁器时代瓮棺葬

A．昌原茶户里46号瓮棺葬 B．益山於阳洞瓮棺葬 C．光州长者1号瓮棺葬 D．咸平长年里堂下山1号瓮棺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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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交流的序幕，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由中国江南地区沿海北上、东渡韩国的

吴越铸剑工匠们拉开的。在公元前473 年越王勾践灭吴、公元前 334 年越国被楚国所灭的

历史背景之下，原来隶属于越国王室的铸剑工匠逃离吴越故地，沿海向北寻找新的生活，最

终落脚在遥远的朝鲜半岛南部的西部沿海一带，继续从事铜剑的铸造，制作出上林里铜剑等

“中国式”铜剑。吴越工匠东渡韩国尽管是偶发性的，并且对当地的文化演进并没有产生大

的影响，但毕竟出现了中国大陆居民的东渡，由此拉开了中韩交流的序幕。

中韩交流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末 3世纪初，主要是伴随着燕将秦开破

东胡而出现的。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之前，燕国的势力范围和文化影响就不断地向辽西地区

扩散。燕昭王时期（公元前 311－279 年），燕将秦开击破东胡，燕国在东胡故地设置上谷、

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郡 [39]，其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到辽东半岛乃至鸭绿江流域一带，

燕地居民大规模向东迁徙。随之，燕地居民的瓮棺葬埋葬方式、燕国生产的铁器等随之传

播到其势力范围所及地方以及邻近地区，忠清南道扶余郡合松里、唐津郡素素里、全罗北道

长水郡南阳里、完州郡新丰遗址等地出土的燕系铁器可能就是这样传入的。与此同时，战国

晚期的中国大陆，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异常频发和激烈，环渤海地区的燕、齐之间，同样

是战事不断，先后发生了章子伐燕、乐毅伐齐和田单复齐等多次大规模战争 [40]。为躲避战

乱，不少燕、齐等地的居民流徙到朝鲜半岛，同样将他们的丧葬习俗和铁器带到了他们的落

脚之地。这一时期的居民流徙已经不仅仅是人群的移动，而是直接导致了中国大陆铁器文化

和丧葬文化向朝鲜半岛的大规模扩散，形成了中韩交流的第一次浪潮。

中韩交流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公元前 3世纪末 2 世纪初，主要是伴随着秦末汉初的

社会动荡而出现的。早在秦朝之时，曾有“秦之亡人”为躲避秦之暴政而逃亡到朝鲜半岛东

南部，并定居于马韩以东的辰韩地区。秦末汉初之时，燕、赵、齐等地曾有数以万计的居民

为避乱而迁徙到朝鲜半岛；半岛西北部以王险为都的卫满朝鲜，就是由亡命到此的卫满率

流徙至此的燕地和齐地居民等建立的 [41]。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伴随着燕、齐、赵

等地居民的大量流徙，燕、齐等地的铁器文化和丧葬文化继续向朝鲜半岛扩散，形成了中韩

交流的第二次浪潮。完州郡葛洞、长水郡南阳里、密阳市校洞以及罗州龟基村德谷遗址等

地的舶载铁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流入半岛的不仅仅有中

国大陆的铁器，还有钢铁技术。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朝鲜半岛开始了铁器的制作和生

产。后来的辰韩铁器工业发达，“国出铁，穢、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42]，

与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居民带来了钢铁技术不无关系。

中韩交流的第三次浪潮，发生在公元前 2 世纪末叶，是伴随着汉王朝对朝鲜半岛北部

的经略而形成的。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在半岛北部的穢貊之地设沧海郡（元

朔三年罢）[43]。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在半岛北部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蕃

四郡 [44]。此后，半岛北部直接进入汉王朝的政治统治之下，半岛南部同汉王朝的交流也进

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对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多有记载和反映，且已有专门讨论 [45]，

此不赘述。

五  中韩交流的两条路线

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韩交流的路线，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看，主要有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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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辽东—朝鲜半岛”陆

路和“环黄海之路”水路

（图一〇）。

“辽东—朝鲜半岛”

陆路，是指辽东地区和朝

鲜半岛北部之间的陆上交

流路线。辽东地区和朝

鲜半岛西北部隔鸭绿江相

连，两地之间自古以来就

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如公元前一千纪前半以辽

宁地区为中心分布的A型

“东北系铜剑”（即所谓“辽

宁式铜剑”、“琵琶形铜

剑”、“曲刃青铜短剑”），

在朝鲜半岛曾发现于平安

南道石岩里、江原道春川

郡等地 [46]，显示出两地之间交流的存在。朝鲜半岛发现的战国晚期的明刀钱，集中分布在

半岛西北部的大同江流域和鸭绿江左岸地区 [47] ；已知今朝鲜境内发现的战国晚期的燕系铁

器，集中分布在其北部的咸镜北道、慈江道和平安北道等地。它们显然是通过“辽东—朝鲜

半岛”陆路传入的。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汉使涉何前往卫满朝鲜谯谕朝鲜王

右渠，往返都是经由辽东陆路；元封二年秋，汉武帝发兵两路击朝鲜讨伐右渠，其中一路左

将军荀彘率军走的也是辽东陆路 [48]。汉代日本遣汉使往返于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的交通路

线之一，就是经由辽东郡武次县至乐浪郡的陆路 [49]。很显然，“辽东—朝鲜半岛”陆路无疑

是连接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一条重要通道。

“环黄海之路”水路，是指沿黄海近海北上、东进、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

线。这条水路主要由苏鲁段、庙岛列岛段、渤海支线、辽东段、朝鲜半岛段以及对马群岛段

等构成。“苏鲁段”，即江苏和山东地区黄海近海的南北海上交通线，其实很早就已经开通，

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曾经由此海路攻打齐国 [50]。“庙岛列岛段”，作为连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

岛的水上交通线，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存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就以庙岛列岛为通道

出现了文化的交流和人群的移动 [51] ；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居民曾沿庙岛列岛渡海北徙到

辽东半岛 [52]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秋，汉武帝发水、陆两路大军征朝鲜讨伐右渠夹击

王险城，其水路齐军“从齐浮渤海” 走的就是这条水路 [53]。“渤海支线”，即环渤海近海（或

跨海）的海上交通线路。渤海是中国内海，环渤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人员交往和文

化联系，各地之间的交通联系，无疑是既有陆上通道，更有海上通道。“辽东段”作为辽东

地区黄海近海的海上交通线，是连接和沟通辽东黄海沿岸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不言而喻

的。“朝鲜半岛段”，即朝鲜半岛西部和南部的黄海近海交通线，古代一直是一条沟通半岛西

部之南北和南部之东西的海上交通线，汉魏之际从地处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带方郡前往日本

列岛的倭地诸国，主要交通线路就是这条半岛西部和南部黄海近海的海上线路 [54]。很显然，

图一〇 中韩交流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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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黄海之路”海上线路无疑是连接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的另一条重要通道。

吴越铸剑工匠渡韩走的是这条线路；秦末汉初燕赵齐地居民流徙朝鲜半岛，燕地和齐地的

铁器文化和瓮棺葬丧葬方式等东传朝鲜半岛，这条线路也是重要的海上通道。至于从山东

半岛横穿黄海到达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黄海航线，是迟至5世纪“南朝刘宋开始的”[55]。

就整个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的交流而言，毫无疑问是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并存、并举。

但是，仅就半岛南部的韩国来说，“环黄海之路”海上通道可能作用更大，更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韩国境内有关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韩交流的考古发现，就其空间

分布看，完州郡上林里位于中西部的沿海地区；舶载铁器主要集中在北起忠清南道唐津郡素

素里、南至全罗北道长水郡南阳里的中西部地区；前期瓮棺葬在西南部地区分布尤为密集。

韩国西部地区，恰是史载马韩的范围 [56]。或可认为，三韩之中，马韩最早同中国大陆发生了

交往和联系，是当时中韩交流的前沿地带和最活跃地区，尤其是今完州一带，更是当时中韩

交流的重镇，完州上林里铜剑、葛洞墓地和新丰遗址的舶载铁器等，即可为证。这显然与

马韩西临黄海的地理区位特点有关，同时也为“环黄海之路”是当时中韩交流的主要通道提

供了考古学佐证。当然，公元前 2世纪末叶以后，地处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和弁韩地区与汉王

朝的交流也逐渐兴盛起来 [57]。

附记：本研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资助计划”专项资助。本文以
笔者2017年12月14日在韩国忠北大学“东亚视野下的韩国上古史—韩国上古史学会创立三十周年
纪念学术大会”上的纪念讲演为基础增删修订而成。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韩国首尔河南博物馆文
载范、釜山大学金一圭等先生的协助，插图由李淼先生协助制作。

注释：

[1] [ 韩 ] 全榮来：《关于完州上林里出土的中国

式铜剑——春秋末战国初中国青铜器文化传

入南韩问题》（韩文），《全北遗迹调查报告》

第 6 集，全州市立博物馆，1976 年，第 3 页。

[2][3] [ 韩 ] 全榮來著、[ 日 ] 後藤直译《完州上林

里出土中国式銅剣に関して》，《古文化談叢》

第 9 集，九州古文化研究会，1982 年，第 69 页。

[4] 王青：《山东发现的几把东北系青铜短剑及相

关问题》，《考古》2007 年第 8 期。

[5] 白云翔：《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

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文物》

2015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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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198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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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銅剣関係の遺物》，《考古学资料集》第 4 集，

平壤，1974 年。转引自 [2]。

[9] [ 韩 ] 李健茂、徐声勋：《咸平草浦里遗迹》（韩

文），国立光州博物馆，1988 年，第 33-53 页。

[10] [ 日 ] 柳田康雄：《甘木市史·上卷·原始》，

1982 年。转引自柳田康雄：《鉛同位体比法

による青銅器研究への期待》，《考古学雑誌》

第 75 卷第 4 号，1990 年。

[11] [ 日 ] 馬淵久夫、平尾良光：《福岡県出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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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韩 ] 李榮勳：《韓半島南部の中国系青銅器》，

《日韓交涉の考古学·弥生時代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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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3 頁；b. [ 韩 ] 李健茂：《韓國無文土器の

器種と編年》，《日韓交涉の考古学·弥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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